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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報告內容報告內容報告內容報告內容 

2.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自「看不見的技術：蓮霧變成黑珍珠的技術發展史」於 2002年發表於「科

技、醫療與社會」第二期以來，關於台灣社會之產業或工程技術社會史技術變遷

特質，一直引起我深刻之關注。關於這樣的研究取向，已有多位研究者從不同產

業或工程議題著手處理，而關於台灣繼受現代性之醫療起點上，也有研究者做出

有見地之分析(吳泉源、林宗德 2000；吳泉源 2002；林崇熙 2001；傅大為 2006)。 

在先前「看不見的技術」一文中，我最終留下一組問題：「這些含藏技術的

師傅角色，行動者的意象十分鮮明，是屬於足以創造或重組既存社會結構的高能

行動者。這樣高能的行動者源於何方呢？這樣的師傅精神源自何方呢？」 

關於在地社會「技術起源」的問題，顯然必須另闢途徑嘗試分析。因先前任

職地點源由(嘉義南華大學)，加上嘉義縣政府文化局重修嘉義縣志，並於縣志中

規劃出「社會志」專項，我於協助嘉義社會志資料蒐集與編纂過程，得以將「在

地技術」問題列為初步田野調查項目。在廣泛的耆老訪談過程中，我們逐漸感受

到日治時期的確是台灣在地社會進入一個「技術場域」誕生的年代。在採訪以造 

橋鋪路著稱的嘉邑行善團之時，意外得知該團已故領導人何明德先生，竟是日治

時期「土木測量學校」的畢業生，而該學校即是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總工程師

八田與一所創設(曾繁蓉 1995；古川勝三 2001[1983])。 

本期國科會計畫中，我原訂同時處理「日治時期嘉義地區農作與工程技術社

會史」。但實際進行研究後，發現光是「造橋技術」一項即已豐富而深刻。是以，

在研究後期，我逐漸聚焦在「嘉邑行善團造橋師傅」議題上，上溯日治時期造橋

技藝師徒制與公學校實學教育、工業高等學校土木教育等(周婉窈 2003；蘇曉倩 

2004)，並以「田野社會史」方法，進行當代造橋田野現場之參與觀察，輔以後

續對各類造橋師傅之深度訪談，以及公部門土木技師、學術界土木專家之訪談。 

歷經兩年半訪談、參與觀察、再訪等過程，我初步認為，可以以「在地技術

場域的誕生」來分析「嘉邑行善團的造橋者」，同時，在歷史源頭上標定日治時

期的非正式師徒制與正式工程教育為起點，而在技術氛圍的界定上，則以行善團

日治至今逐步形成的對於南部地方土質、水流、工程技法之「在地性」為特色。 

除了「師傅精神」的源頭考察之外，在整個田野調查與參與觀察結束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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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進一步認為，「師傅精神」涉及更深刻的技術者自律與自我認同的問題。也就

是說，在慈善場域中出現的「造橋者」在地技術，進一步帶來關於「適當科技」

的探討可能性，並在慈善場域與公部門規格化發包的橋樑工程對比下，觸及了台

灣漢人社會「公」、「私」分野的交集地帶，也觸及了「工程倫理」的核心處。 

 

2.2.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從「師傅精神」在日治時期的師徒制與正規工程教育源頭，以及「師傅精神」

成為在地技術場域行動者的自律與自我認同等主題出發，我們將研究同時帶往

「知識社會學」與「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的概念對話來。 

「師傅精神」的溯源考察中，可以這麼說，那一代日治教養或規訓之下的人

物，在被殖民的情境之下，經歷一種嚴厲的「技術知識」之身體改造(Foucault 

1992)，而「在地技術」的萌芽開花，也形塑了屬於他們「銘刻在身體」的共同

記憶。這無疑是台灣社會「技術人」(technical being)誕生的年代。我們甚至可以

進一步設想，在這個時代之後，台灣社會同時在農業、工程與製造業的產業創新

與發展上，受益於當時所遺留的「師傅精神」與「師傅技藝」。帶著這些技術場

域中的文化資本，並以師徒制技藝傳習的血緣或地緣網絡為基礎(Bourdieu 1997; 

2003[1990/1980])，這樣的「在地技術」於是成為世代延續的集體社會氛圍。 

進一步，我們可以說，「在地技術場域的誕生：嘉邑行善團的造橋者」之研

究，涉入以下幾項技術社會學議題。首先是在地技術作為默會知識之知識社會學

議題(Polanyi 1958)，其次是場域分化之下，各類知識行動者的角色定位議題

(Znaniecki 2000[1940]；Bourdieu 2003[1990/1980]、2005[1997]、2006[2001])，接

著是使用者導向的科技與社會研究(Oudshoorn, N. & Pinch, T. 2008)，自力造橋作

為台灣社會適當科技的類型可能性(Schumacher, E. F. 1973)，以及工程倫理的探

討(van de Poel, I. 2006；Johnson, D. & Wetmore, J. 2008)。 

 

2.3.文獻探討與結果討論文獻探討與結果討論文獻探討與結果討論文獻探討與結果討論 

2.3.1.造橋技術者作為默會知識行動者造橋技術者作為默會知識行動者造橋技術者作為默會知識行動者造橋技術者作為默會知識行動者 

從技術作為默會知識之知識社會學取向談起，當知識社會學者與現代性論者

深切反思「傳統知識」之時，他們明確為師傅型的技術知識做出定位，在啟蒙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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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來臨之前，在科學革命排山倒海來臨之前，在專業化、體系化、理性化作為

社會常態機制之前，人們服膺於「傳統權威」代代傳衍的實作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而人群角色也依此而分化。現代性來臨之前，的確是個年長者擁有

知識、擁有權威的時代(Giddens 1998[1991])。 

進一步而言，傳統知識中重要的一環即是技術知識，「在每一次診斷中，技

術領導者(technical leader)都要將他在複雜情境中所面臨的新的和不確定的東

西，歸入那些關於事物與過程的老的和確定的真理在實用上保險的組合體中去」

(Znaniecki 2000[1940]:31)。而「技術專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決策之前為「技術

領導者」提供他所缺的專門知識(ibid.:33)。簡言之，不論技術領導者或技術專家，

都是實際面臨著必須在實作中「解決問題」因而必須進行「界定問題」的角色，

只不過技術領導者比起技術專家更接近於實作現場，必須實際組織人群進行技術

實作。相較起來，科學家或學者，並不是將注意力焦點放在「解決實作問題」之

上；科學家或學者，被賦予一種針對「經驗疏遠項」專注探索的角色，而所探究

的成果，無須對眼前的實作事物有立即而直接的貢獻。 

依此而言，「科學家」與「技術人」，依其與日常經驗、實作事物的關連度，

劃開了兩種時代，科學家主導了現代性來臨的時代，技術人則是傳統社會擅長的

時代。 

現代性情境現代性情境現代性情境現代性情境 科學家、學者 

技術專家 傳統情境傳統情境傳統情境傳統情境 

技術領導 

再從另一面來看，如果廣義的看待「在地知識」，亦即包含在地的行事準則、

在地諺語、在地常識、在地技術等等，Clifford Geertz(2002[1983]:85-87)曾給出如

此定義，即是「經驗親近項」與「經驗疏遠項」的差別。Geertz 嘗試指出，「人

們運用經驗親近的概念是自發的、不自覺的，因為它是日常的詞彙，除非在極短

暫的時間內和極偶然的情況中，使用者根本不曾覺察到此中涉及任何的『概念』，

這就是經驗親近的意義—即觀念與它所傳達的現實自然地、不可分割地連在一

起」(ibid.:87)。就其深層意涵而言，我們認為「在地技術」正是一種如 Geertz所

比喻最具地方音感的地方知識，而且，這是一種銘刻在身體裡、無以言宣的的在

地「共享詞彙」。 

就此意義而言，就算台灣漢人社會中「技術」原先被排序在低階價值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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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否定「在地技術」的確是一種「經驗親近項」的在地知識。而當日本人來到

這塊土地時，整體的翻轉這種階序，經驗親近項的在地技術，正式浮上台面。 

關於在地知識與在地技術的另一組分析方式，即是環繞在功能論社會人類學

Evans-Pritchard(2002[1969/1940])與結構主義 Levi-Strauss(1989[1962])之間的爭

論。到底人類社會的「知識」或「技能」，是源於生物與社會需求？還是其實是

「無目的」的興趣使然？到底圖騰動植物是如結構主義所言「適合想的動植物」？

還是構成該社會最大需求的「最有用的動植物」？我們認為，不論是「適合想」

或「適合用」，在地知識或在地技術一旦在特定社會出現之後，都會有其固有性

質，這樣的性質接近於「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狀態，只有藉由傳威性的

師徒制在實作過程中才足以傳遞(Polanyi 1958,1967 ;Marglin 2001[1996])，而且在

面對不同知識形式相競逐時，常會顯現特定「權力」對知識組裝(assemblage of 

knowledge)之正當性，以及對「在地性」的貶抑、排除或重新在場域中角力而復

位的過程(Turnbull2000 ;Appadurai 1995,2001[1990] ;Latour1998[1983], 1987)。 

以上我們回顧了技術做為在地知識的性質、技術面臨現代性衝擊的狀態、以

及技術的內在固有性質。 

其次，我們對「在地技術場域」的嘗試性定義是：「在地技術」在某歷史時

刻做為一種場域(field)而從生活共同體中分化出來。「在地技術」是一種特殊的在

地知識。「在地技術場域」的誕生，即是在場域中進行精煉化(refinement)的過程。

此時，一方面「技術專家」與「工程師」有了銜接界面，另方面「技術專家」也

與實作的「技術領導者」及「技術跟隨者」緊密聯繫。在地技術場域之中，進而

產生獨特的文化資本，並對人群進行吸納與排除，能進入場域者進而自我認同為

「技術人」。 

在嘉義針對日治耆老的初步田野調查，我們認為，台灣社會植入現代性的過

程有其特殊性。起因於日本殖民政府鉅細靡遺的各類調查，以及試圖將當時台灣

人改造為皇民的過程，日本人其實同時帶來了繼受的「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

可以這麼說，剛剛繼受歐美科學知識系統的日本統治者，很快的想在殖民地台灣

實驗科學知識的實用性，而要讓科學成為實用，技術即是最佳的銜接界面。 

以烏山頭、嘉南大圳水利灌溉系統總工程師八田與一為例，1910 年畢業於

東京帝大工科大學土木科之後，隨即來台擔任台灣總督府土木部技手，隨後於

1920 年代開啟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實驗。做為一個新的工程知識繼受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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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還是初生之犢。現代工程知識訓練下的工程師，來到殖民地台灣的嘉南平

原，開始詳密的水文、地質與人文等調查，同時整理清領時期以來舊圳道與舊工

法(古川勝三 2001[1983])。當 1929 年(昭和 4 年)烏山頭水庫完成、1930 年嘉南

大圳竣工之時，這位工程師不只為台灣帶來新的水利灌溉系統、新的土地生產力

概算，更重要的是，他還帶來了「技術人」的角色期待與身份認同等社會氛圍。 

嘉南平原的小村落裡，1922 年(大正 11 年)民雄鄉出生的何明德即是新的技

術社會氛圍下的被殖民新生代。後來引領嘉邑行善團在雲嘉南一帶偏遠山區造橋

行善的何明德，在 1934 年(昭和 9 年)十二歲之時遠赴台北就讀八田與一所創設

的「土木測量學校」。 

在嘉義各鄉鎮初步的耆老訪談中，他們透露出，當時台灣子弟的教育階層流

動想像。簡言之，唸完各地方六年制「公學校」之後，個人有能力而家族有資產

可提供子弟繼續升學者，除了嘉義中學、嘉義農林學校之外，土木測量學校成為

另一項可能的階層流動管道。循著升學管道，嘉義中學畢業之後可能往台北帝國

大學或日本境內的大學就讀；嘉義農林學校畢業之後則是進入臺南州、嘉義郡、

東石郡等機構任職，或者成為公學校教師；如果無法循前兩項管道而升學，緊接

著的下一個替代項，竟是遠在嘉南平原往北另一方的「土木測量學校」。 

嘉南平原上傳統造橋善人何明德的青少年時代，說明了這一切，也說明了「技

術」與「技術人」逐漸成為社會認同的角色。技術不再是清領時期傳統社會中「不

入流」或「下九流」的代名詞。 

藉由此例，我們嘗試為日治時期台灣地方社會「技術人」與「技術場域」的

誕生繪出一個示意表格： 

場域場域場域場域 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科學場域 科學家 

科技場域 工程師 

技術專家 

技術領導者 

在地 

技術場域 

技術跟隨者 

無疑的，傳統慈善倡導人何明德，在土木測量學校畢業後，即任職於嘉南農

田水利會。就此而言，何明德構成了「在地技術場域」裡的「技術專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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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結束近二十年之後，嘉邑行善團於 1965年創設了，在地社會諸多的「技

術領導者」、「技術追隨者」也隨之浮現。 

 

2.3.2.在地技術作為使用者導向之適當科技在地技術作為使用者導向之適當科技在地技術作為使用者導向之適當科技在地技術作為使用者導向之適當科技 

嘉邑行善團帶領慈善造橋的何明德老技師於 1998年辭世，這一年，慈善造

橋以達 230座。而這座行圓橋，也是行善團造橋技術的里程碑，該橋座落在八掌

溪出山口番路鄉觸口村，因而橋長達 160公尺以上，而橋墩柱高達 23公尺。加

以河川出山口性質，第五河川局要求橋樑設計不能太多橋墩柱，以免阻塞洪泛期

水流。 

何老技師辭世時橋樑工程剛進行三分之一，但行善團最終還是完成了這座行

圓橋，而且採用了「預力樑」工法，因而只需在橋面底下安置四座橋墩，免去水

流阻塞之憂。此時的橋樑工程指揮者，以完全不具有正規工程教育背景，更具體

說，接手的行善團造橋「技術領導者」，在學歷上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隨後，

嘉邑行善團分裂為兩團，一是正式立案之「社團法人嘉義市嘉邑行善團」，另一

是沿襲何老技師不立案之「何明德行善團」。在歷次衍伸訪談、交叉比對後，我

們發現兩團的主要造橋師傅竟是同一群正常計算工程經費的「準義工師傅」，而

「何明德行善團」雖有一位公路局退休工程師為顧問，但實際決策者仍是不具工

程正規教育背景之團長與師傅。簡言之，兩個行善團都靠非正式的師傅默會知識

來傳承造橋知識了。 

從這裡，我們逐步逼近以下問題： 

1.新的技術領導者曾團長、蕭團長，如何傳習何老技師之橋樑技術，又如何

形成技術場域中之移轉與創新？ 

2.歷次訪談中，逐步確定行善團新的技術核心行動者，認為橋樑設計的「在

地實作圖」比「專業結構圖」重要，而關於溪流流速、流量、流向狀態的「在

地踏查」也比「水理分析」來得重要。行善團為何會有這樣的造橋信心度呢？ 

3.從公部門或土木學術專家角度看來，行善團的造橋技術、成本、責任合不

合宜？以及看到什麼特色呢？ 

我們將從最後一項談起。嘉義市府工務局的曾技士提到，「行善團造橋比起

公部門發包，最大差別是，行善團的師傅幾乎會自己協調，互相補足工程缺陷。

最讓人感動的是，都不必指揮，不必怎麼監工…」這樣的形容，讓我們想起 Pi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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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對場域、習性概念之著名定義：「無須指揮的交響樂團」。以我自己在

2008 年初起，多次參與觀察縣府委託嘉邑行善團於南華大學聯外道路新建橋樑

「仁泉橋」過程，的確見證這一過程。在造橋首次會勘的現場，我們看到負責繪

圖的顧問公司、營造廠、縣府交通局課員、以及電力、自來水管線等單位，一起

與嘉邑行善團造橋曾團長進行會商。在縣府交通局帶來厚厚一疊結構圖與橋墩設

計的前提下，曾團長做了重大變更。 

在嘉邑行善團看來，公部門委託顧問公司所繪「橋樑結構圖」，原訂在 70

公尺橋下設置兩座傳統「硬樑工法」橋墩，而橋墩取定角度也已設定。造橋的技

術領導者將橋墩柱改為一座，且改為「預力樑工法」之橢圓柱，並調整圖面原訂

橋墩柱角度。 

為什麼非受正規土木或水利工程教育的造橋師傅，敢於如此界定橋樑之橋墩

柱走向呢？ 

就是在這裡，我們看到民間造橋者特殊「在地知識」的來源。簡言之，嘉邑

行善團進行橋樑設計前，一定先走訪當地居民，問出歷史中洪水最高狀態。而後，

他們非常重視「現地調查」，要在一條溪流的兩岸各看一次水流方向、以及溪流

上下流向也各看一次流向。比起來，顧問公司經常直接引用河川局調查資料而繪

圖，而河川局資料，一則更新速度不足、另則仍是發包調查而經常不夠確實。是

以，造橋的團長反而認為「在地踏查」比「水理分析」來得精確，而「在地實作

圖」即足以完成模式化習得之「橋樑工法」，並不需「專業結構圖」才能施作。 

更進一步，慈善造橋者提起，當他們在一地會勘時，周邊農戶、住家即隨時

表達意見，表示哪一年水流如何、未拆舊橋的舊橋墩柱如何影響水流流向，以致

衝向他們的農田或家中。就是這樣，「在地知識」不斷進入一個造橋工程資訊相

對開放的場域，而資訊進入後，也因慈善造橋不受公部門圖面設計與工程驗收之

限制，在取得「當地人」、「使用者」之訊息後，即能進行更動設計。 

若從嘉義市府曾技士、土木專業 L 教授角度看來，他們都提到，像行善團

這樣的造橋方式，的確在「橋面」、「橋墩柱」、「連體」、「基樁」等結構體部分，

都是模式化成熟階段，缺陷只會在兩處：一是有些部分成本反而太高；另是無法

在設計上有符合安全係數之創新。 

確實，在行善團依自行募款方式不受預算限制下，有時反而會設計強度過

高、不符成本之橋樑。但相當有意思，九二一地震後公部門要求改訂鋼筋「配筋」



 9 

密度，行善團長與師傅們確認為一定程度政策錯誤，要求配筋密度提高，一方面

鋼筋價格高、成本跟著高，另方面太過細密的鋼筋孔洞，反倒使灌漿不易，產生

混凝土密度不均。 

甚且，造橋行善團長進一步研究從何老技師所學，日治時期以來所定之「水

泥：砂：石」比例，原來是 1:2:4，行善團經自行處理混凝土「試體」送台大等

單位作耐壓磅數試驗，創新了 2:3:7的新配方，並要求造橋時一定以卵石來強化

與水泥與砂之結合力。但關於「配筋密度」，師傅們自信的認為原密度即可。 

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嘉邑行善團的造橋，一定成程度像是充分考量並充份

互動的以「使用者」為導向，考量在地地形、土質、水流、水患，在這些前提下，

又能適度學習新的工法或創新，一種「適當科技」的展現(Schumacher, E. F. 1973； 

Secord, Anne 1994；Winner, Langdon 1989)。 

在技術的傳承上，兩團主要技術領導者都透過協力師傅群，先是從何老技師

身上習得關於「土質」、「水流」等判斷，又從公部門的高速公路橋樑工程學習模

式化的預力樑等新工法。 

 

2.3.3.慈善場域中的技術認同與工程倫理慈善場域中的技術認同與工程倫理慈善場域中的技術認同與工程倫理慈善場域中的技術認同與工程倫理 

接著我們將問題帶到，行善團既是「在地技術場域」，也是「慈善場域」，當

兩個場域性質交集時，所產生之特質。 

可以這麼說，台灣漢人社會中，「造橋」與「醫療」等慈善場域的行動劇碼

都在一定程度上逾越了「私」與「公」的傳統界線。為了慈善目的，場域中的行

動者必須回復到「最適切之技術」與「最適切之成本」，因為，一切是「為了公

的」、「為公而行」的場景。 

當然，我們也知道，慈善場域所動員募集之資源，極有可能遭到不當使用。

在何老技師辭世後，行善團原來分裂為三個團體，其中一個團體早已因負責人帳

目不清而遭起訴。現在我們打算探討的，則是這兩個持續運作，經常受公部門委

託造橋的團體：社團法人嘉義市嘉邑行善團、以及何明德行善團。 

簡而言之，我們看到，台灣漢人社會有其源遠流長的「造橋鋪路」慈善功德

的傳統。一條橋造出來，必須讓通行者安全、舒適的到達彼方，而且，橋樑的壽

命必須可長可久，並且經常有人注意每次風災、水災、震災後的狀況。 

我們可以說，屬於「慈善場域」的這些場域邏輯，促成了「技術場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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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更加自律的方式來進行造橋工程，進而意外的衍生了更高的「技術者」自我

認同。 

在兩個行善團歷次訪談中，我們發覺團員、師傅屢屢舉出竹山鎮上中下由三

條橋的事蹟為例，說明行善團的技術與慈善特殊處。 

竹山鎮清水溪上中下游各有一條橋，其中中游是行善團於 1996年建造完成

之「行正橋」，而上下游則是公部門發包完成之瑞草橋與桶頭橋。經歷 2000年桃

芝風災後，公部門兩條橋均因橋墩柱崩塌而斷橋，行善團的行正橋則仍安然存在。 

參與行正橋建造之主要造橋師傅鍾師傅如此分析，他不認為純粹是一般所提

及公部門發包後偷工減料或河床盜採砂石所致。在他看來，行善團造橋的工程技

術彈性較大，當某地適合將基樁與連體配合所挖到之土質或大岩石一體作業時，

行善團因不受驗收圖面限制，即能變更設計，讓混凝土結構體依附該土質或岩

石。反之，公部門必須嚴格依照驗收圖面施工，圖面既然劃定是多少公尺立方之

混凝土，施工者只能照做，而且考量施工版模設置，通常必須再抓一兩公尺延伸

寬度，以便讓工人下來釘版模。如此一來，原來可能遇到相當好的黏土層或大岩

石，為了符合施工驗收圖面，只能全數挖除，並多加延伸之一兩公尺作業空間也

挖除。此後，縱令完成結構紮實之混凝土基樁與連體，但回填之周邊土質、土的

結構，都已無法像是原來土層的堅固性了。 

作為「慈善場域」的行動者，造橋師傅力求橋樑之安全、舒適、耐久，而慈

善場域雖不以驗收圖面來監控工程過程，但反而促成技術者以最適技術狀態來完

成技術物，而且在順應在地土質情況下，也可能反而降低施作之成本。 

反之，公部門的橋樑發包，固然以市場成本推估最佳狀況，並以圖面與驗收

責任歸屬為監控機制，但卻可能讓技術行動者所考量只是「避開責任歸屬」，一

切依圖面施工，將責任推給繪圖之顧問公司，而顧問公司再將責任推給大自然的

不確定因素。最終可能形成荒謬的循環：公部門建制一套規格化防弊措施，建造

者卻形成規格化的避責機制(Johnson, D. & Wetmore, J. 2008；van de Poel, I. 

2006)。 

經過嘉邑行善團的在地工程技術的研究，我們發現，無論是無技術義工勞動

者以較佳的水泥砂石比協助攪拌與灌漿，或者技術性準義工勞動的師傅群抓住在

地地形、土質、水流等因素，都反而給予橋樑更高的安全、舒適與耐久性。進而，

師傅群向是經歷一種由「去技術化」而「再技術化」的過程，因被授與充分的自



 11 

治管理，以及慈善道德約束，受雇師傅成為自力造橋的技術者，並以較佳的工程

倫理處理出以使用者為導向的適當科技。 

 

2.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2.4.1.本研究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進行方式本研究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進行方式本研究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進行方式本研究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進行方式 

田調時間田調時間田調時間田調時間 訪談對象或參與觀察地點訪談對象或參與觀察地點訪談對象或參與觀察地點訪談對象或參與觀察地點 調查之性質調查之性質調查之性質調查之性質 

2006/05/03 訪談：訪曾團長與張總幹事 嘉邑行善團造橋因由、何明德老技師

事蹟 

2006/10/27 訪談：訪江老師 嘉邑行善團大林募集點負責人、談組

織分裂過程、早期橋樑繪圖方式 

2007/09/02 參與觀察：布袋鎮過溝里造橋 初次參與觀察嘉邑行善團造橋現場 

2007/09/06 訪談：訪立案後首任李團長 上午訪嘉邑行善團首任李團長、早期

工程技術、造橋老照片 

2007/09/06 訪談：再訪曾團長 下午就初次訪談整理與參與觀察疑問

處再訪 

2008/01/31 參與觀察：大林鎮上林里造橋 隨行善團、嘉縣府交通局、顧問公司、

營造廠人員，進行造橋之現地會勘 

2008/02/14 參與觀察：大林鎮上林里造橋 現地觀察橋樑之樑柱方向取定與基樁

開挖、注意各方協商方式 

2008/02/20 參與觀察：大林鎮上林里造橋 現地觀察橋樑之基樁綁鐵工程過程 

2008/02/24 參與觀察：大林鎮上林里造橋 現地觀察仁泉橋第一次動員義工接力

搬運、攪拌砂石與灌漿 

2008/03/06 訪談：訪鍾師傅 在綁鐵師傅竹崎家中談慈善造橋、綁

鐵技術「起弓」與橋樑繪圖 

2008/03/31 訪談：訪何老師、蕭團長 何明德行善團事蹟、行嘉吊橋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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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德老技師手繪橋樑工程圖 

2008/04/14 訪談：訪蘇工程師 高公局工務段長，長期擔任何明德行

善團造橋技術顧問 

2008/04/24 訪談：訪簡老師傅 吊橋老師傅、解說吊橋知識傳習過程 

2008/05/26 訪談：訪曾技士 嘉市府工務局技士、從土木專業觀點

談行嘉吊橋民間造橋過程 

2008/06/16 訪談：訪羅師傅 關於行嘉吊橋創意扶手設計過程、設

計圖面 

2008/10/10 訪談：再訪羅師傅 上午就吊橋結構、負重等議題，再訪

羅師傅 

2008/10/10 訪談：三訪曾團長 下午就后豐大橋斷橋因由、行善團在

地知識特質等議題，三訪嘉邑行善團

造橋團長 

2008/10/21 訪談：訪土木工程 L教授 討論公部門與民間造橋差異、工程倫

理、災害責任問題 

 

2.4.2.技術與認同的田野社會史分析技術與認同的田野社會史分析技術與認同的田野社會史分析技術與認同的田野社會史分析 

本研究採取「田野社會史」的研究取徑。這樣的研究取徑起源於臺灣地方社

會之複雜性，我們不可能像人類學者對無文字的初民社會所持的態度一樣，全然

由田野參與和深度訪談來建構所有的社會事實。畢竟，就臺灣社會而言，尤其就

福佬、客家等漢人聚落，不僅在各個拓墾時期延續了一定程度的原鄉文化與宗法

制度，更經歷荷蘭、西班牙、日本等外來制度文明的統治。對於臺灣在地社會中

技術社會史的研究，我們無寧更願意採取這樣的態度，也就是說，一方面固然以

田野觀察和深度訪談來捕捉許多的「在地認知」，另方面則以接近社會史的方式

藉由歷史文獻、制度沿革等等來校正田野中的資料。然而，我也並不主張一種「絕

對客觀事實」的取徑，畢竟，每一代生活中的人群，各自有其生活世界裡所熟悉

的身體實作知識傳統，這樣的知識形式長期以代間口耳相傳的形式而存在，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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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也不斷在進行創造性的重組，構成了地方社會中重要的「在地認知」。我們

寧可將在地認知與制度歷史並列，將兩者都當作重要的社會事實，並嘗試解釋何

以文字化的客觀制度或事件歷史始終無法全然取代口語化、彈性拼湊重組的在地

認知。 

所謂的「田野社會史」也就是以田野觀察、深度訪談，加上社會史的輔助，

用以解析地方社會重要的社會事實，同時並重了地方社會中的制度細節與文化理

路。 

總之，關於「在地技術場域的誕生：嘉邑行善團的造橋人」的研究方式約略

如下：我們均將採取針對造橋師傅或公部門、學界專家的「深度訪談」、以及造

橋現場的「參與觀察」為主、並以「文獻與影音資料」為輔的方式進行。 

2.4.3.技術社會史之技術社會史之技術社會史之技術社會史之「「「「社會社會社會社會————象徵象徵象徵象徵」」」」分析法分析法分析法分析法 

田野參與觀察個案的特性，在於研究者採取參與觀察的方式，從田野對象的

日常生活入手，有時甚至積極介入行動或衝突，在參與觀察過程中，除了捕捉事

件、制度、結構力量以及當事者的意圖、敘事或論述之外，還能進一步從身體化

的日常實作、實作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之中，

探索頻繁出現的行動者之習性軌跡與行動之非意圖後果，並且在人、物、地方與

歷史互為媒介之下，分析人們自我認同、相互認同的形成，進一步捕捉重要在地

範疇(indigenous categories)與社會構成原則，最後並對田野知識的生產過程進行

反身性的還原建構(Willis 1977,2000; Burawoy 1991,1998; Giddens 1984; Polanyi 

1958; Bourdieu 2003[1990/1980]; 謝國雄 1997, 2003)。 

關於田野參與觀察研究，由「象徵」入手的階級文化研究者 Paul Willis給了

我們最佳的另類參考。在他早期作品「俗文化」(profane culture)之中，他已慢慢

發展出一套稱之為「社會—象徵分析」(socio-symbolic analysis)的研究方法，而

在晚近「民族誌的想像」(ethnographic imagination)一書，更是直接將此方法特性

呈現出來(Willis 1978, 2000)。在這套方法中，我們認為，既保留了將事件當作象

徵來詮釋的深描手法，也足以適度向外延伸，延伸到個案之外的結構力量來。同

時，如此處理之時，並不會喪失個案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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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牽涉到英國社會人類學的伯明罕學派1與曼徹斯特學

派的關鍵差異。總體而言，伯明罕學派與曼徹斯特學派共享了來自古典馬克斯主

義以及文化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兩者也都從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權、

有機知識份子等概念中獲取理論活化的刺激。但伯明罕學派很早就因學派主導者

Stuart Hall之提倡而進入結構主義符號學以迄後結構主義的世界中對話，曼徹斯

特學派對結構主義相關影響則顯得零星而猶豫。 

早在Willis(1977:17-34)「學做工」(Learning to Labor)研究中，我們已於他的

參與觀察深描中深切感受到來自 Roland Barthes等後結構主義者之影響。從學校

裡的哥兒們(the lads)的穿著、抽煙、喝酒、甚至是打架等等，Willis不斷呈現一

種從基本義(denotation)到延伸義(connotation)的轉換過程。舉例而言，關於哥兒

們穿著大眾流行文化下的青少年衣著，Willis即認為必須放回到全社會一整套商

業化青少年文化的「風格詞彙」(a lexicography of style)中，才能解讀出其中之延

伸義。在這個對照下，哥兒們進行的是有意識的對商業文化提供之「物」的特定

社會使用，經過這一選擇而對抗於學校的制服霸權文化，這樣的穿著也成為哥兒

們的一種自我證成的真實性(authenticity)，而非大眾文化宰制下隨意可被操弄的

傀儡。 

到了晚近重新定位研究取向，Willis(2000)更鮮明指出自己既非古典「使用價

值」觀點之下的唯物論、也非去除行動者作用的結構符號學，他站在「後結構」

的取向上，將「符號之社會使用」當作社會分析的要點。亦即，「社會—象徵分

析」所關注的是「行動者」如何藉由「物」來表達意義，當然，有時會物不達意、

或者非意圖後果的錯表其意，但無論如何，物做為「行動者表意之象徵」是極為

重要之象徵。如此一來，Willis既避免了古典唯物論使用價值觀對物之界定，而

能進入物之社會使用價值，也避免了結構主義「飄移之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

全然任意性的物之意涵，而能落實在人對物的社會使用上。2
 

我們看到，結構主義以迄後結構主義的洗禮，使得「象徵分析」變得豐富而

有層次。3尤其到後結構主義，再次將符號或文本的延伸義帶出來，而所謂文本

                                                
1
 即習稱 CCCS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2
 針對詮釋學與結構主義的爭論，Geertz(1999[1973]:395-414)曾以「睿智的野蠻人：評李維史陀

的著作」一文，以略帶反諷口吻表達極為不贊同之意。我們可以理解，就 Geertz 立場而言，行

動者多元的詮釋、深層的詮釋是最為要緊之處，符號、結構不會自己表意。 
3
 Pierre Bourdieu(2003[1990/1980])也是在結構主義符號學深刻影響下，慢慢才藉由門檻使結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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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也變得有其多義性。在這樣的潮流下，曼徹斯特學派晚近的社區參與觀察研

究者，也走向了「象徵分析」，在 Geertz所界定「文化是意義之網」之下作多層

次意義之深描，並與結構主義符號學適度對話(Cohen 1985)。 

關於行動與結構或者個案與外在力量的分析，類似的處理手法也出現在

Willis(1977)研究中。他一方面極盡可能深描了日常生活行動者藉以表意的各種象

徵，以及象徵的多義性，對象徵的各種挪用與鬥爭等等，充分顯現行動者開展行

動的可能性；另方面他也呈現外在結構力量約制作用，行動者經常只是在次文化

小場域中以各種文化元素或行動呈現了「看穿」體制的一面，但經常在制度資源

安排上又讓行動者走回到對更大體制「再生產」的這一面來。看穿，於是成了有

限的看穿。 

這麼看來，不論是Willis以後結構主義象徵分析為導引，或者 Cohen以Geertz

意義之網的象徵多義性深描為參照，做為詮釋個案法的「社會—象徵分析」，既

能保有在個案特殊性之中充分呈現「以事件為文本」的多元詮釋與深層詮釋，又

不妨礙將個案延伸到社會史的向度、延伸到社會歷程、延伸到外在結構力量。 

是以，本研究採取如上之「社會—象徵」分析法以為田野社會史研究方法之

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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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於申請通過時原議題為「在地技術場域的誕生：日治時期嘉義地

區的技術社會史」，原訂研究方向涉及農作與工程技術。實際研究進行時，逐漸

聚焦在日治時期至今之「橋樑工程」，並且以嘉義地區深具特色之「嘉邑行善團」

造橋師傅為考察對象，更能凸顯台灣社會「師傅精神」之源頭與技術者之知識傳

習與自我認同。是以，在研究後期，將原研究議題改為「在地技術場域的誕生：

嘉邑行善團的造橋者」。就研究之核心關懷而言，更能達成原訂議題之目的。 

本研究除原訂默會知識之知識社會學考察，以及地方知識、在地範疇之探討

外，於研究完成時更涉入使用者取向之技術物設計、適當科技、工程倫理、技術

者認同等概念。 

研究者已於 2008/10/01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STS週三演講會就「在

地技術場域的誕生：嘉邑行善團的造橋者」進行兩小時演講與討論。 

同時，本研究近期正進行期刊論文之改寫，受邀投稿於 STM(科技、醫療與

社會)第八期「科技實作專題」，預計於 2009年 4月出刊。最後，併合 2008年 5

月已發表之「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一文，將逐步完成專書寫作計畫。 


